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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自由之演绎
———从实践的自由到先验的自由

张　愉
（武汉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１）

摘　要：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可以得知，伊曼努尓·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

自由理论的阐释前后经历了从实践的自由到先验的自由的转变。康德将其对自由的演绎加以完善，并

提出以理性的事实作为自由演绎的基础。转变的原因是自由作为理论实践的根据是被假定和预设的，

对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性如何可能也无法作出说明；而康德早期对自由的现实性和自由的属性也未界

定清楚，道德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未确立。后期，康德将实践的自由转变为先验的自由，之前存在的

问题 得 以 解 决。虽 然 严 格 主 义 等 对 康 德 道 德 律 的 普 遍 性 提 出 了 质 疑，但 奥 诺 拉·西 尔 维 娅·奥 尼 尔

（Ｏｎｏｒａ　Ｓｙｌｖｉａ　Ｏ’Ｎｅｉｌｌ）等认为康德的道德律是德性伦理的产物，而不是规范伦理的产物，康德的道德律

依旧对伦理生活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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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通过自律
来论证理性，从而解决了“从自由到自律、自律到
道德法则”的循环，将自律作为理性权威的基础，
并通过感官世界与智性世界的划分，说明人自身
其实是既居于感官世界又居于智性世界的，自然
和自由都是必须的。自然必然性适用于理性思
辨，而自由则是理性实践的可能性道路。康德还
通过第二类比时间相继的因果性分析说明了自由

的必然性。因此，自然与自由并不矛盾，可以在主
体中融洽地相处。
然而，在理性实践中预设意志自由是可能

的，但康德对自由是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无法作
出说明。康德试图通过规定道德研究的最高
界限，即理性不能在超验领域运用，人类理性
也不能说明纯粹理性是如何能够实践的。但
这样划定界限的方式并没有成功完善对自由

的阐释。
康德对自由理论的阐释最终从实践自由转

变为先验自由，亨利·Ｅ·阿利森（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
ｌｉｓｏｎ）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面临
的核心困难：一是康德没有做好从理知世界到
智性世界的过渡衔接；二是意志与实践理性有

双重含义，理知世界对先验自由概念的建立缺
乏强有力的支撑。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
不再从理性存在者自身出发推出自由的预设，
而是从道德律出发推出先验自由的实在性。这
么做的好处在于自由的自律方面。先验自由可
以使我们在面临道德冲突或抉择时自发遵循道

德律，从而达到道德律所必须的自律。先验自
由也就成为道德律存在的理由和根据，道德律
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但容易遭受的质疑是，先验自由以及道德律

的普遍性如何解释人类不道德行为的存在？沃

尔夫（Ｗｏｌｆｆ）认为不理性的行为是被胁迫的、非
自我意愿的，并且在其完美遵循理性与自然强
迫的行动中存在着中间层（ｍｉｄｄｌｅ－ｇｒｏｕｎｄ），人类
确实会做出不道德行为，尽管这出于人们的自
由选择。康德的定言命令将自身行为准则上升
为普遍自然法则，体现了道德律的普遍性，然而
在实践运用中，道德律作为抽象的法则，其效力
远不如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即便遭受了现实
的困境，不可否认的是，康德对先验自由以及道
德律的阐释依旧对人们的伦理生活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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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
者的意志属性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三章的开头
对自由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的概念是说明意
志自律的关键，且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
的意志属性。他的论证方式是首先区分了自然必
然性和自由，自然必然性是“一切无理性存在者的
因果性被外来原因影响所规定而去活动的那种属

性”［１］４５４。也就是说，在自然必然性中，因果性是
受外来影响的。而对于意志来说，有生命的存在
者的因果性不需要依赖外在原因来规定它的原因

而起作用。而这只是自由的消极方面。从积极方
面来说，自由与自然必然性不同，自然必然性受外
在原因的规定而起作用，也就是遵循他律的规定。
但是，自由在行动中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也
就是说，自由遵循自律的规定。康德其实是将自
律性与一种将普遍准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的原则结

合起来了。与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定言命令“要依
照能使自己同时成为普遍法则的那种准则而行

动”［１］４５５一致，因此，“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
则的意志是一回事”［１］４４５。在这里，自律独立于外
来规定，即独立于偶然性事物、随机性事物，自律
必须具有可普遍化特征，即对理性存在者都是平
等公正地对待的。
在论证“自由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

的意志的属性”时，康德要论证自由是适用于一切
理性存在者的。对此，康德先下了论断，但没有直
接展开。他认为，理性存在者唯有在自由的理念
之下才是一个自身的意志，而且自由的理念是在
实践理性中展开的，但对理性与自由的联系他并
没有阐释清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康德先是针
对一种理论冲突进行阐述，即我们假定自己是自
由的，从而服从道德律，然后自己遵循道德律，是
因为我们把自由归诸为自身。但是，一个不能用
来说明另一个，即不能是一个“从自由到自律、自
律到道德法则”的循环。因此，我们需要转换自己
的出发点。对于理性与自律的联结，康德“不是从
理性来论证自律，而是从自律来论证理性”［２］７３。
康德认为自律是理性权威的基础。早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康德就对理性的原则及其权威作出了
解释。理性活动必须将自己置于批判之下，“理性
的权威只能通过思想和行动中的自律性的自我训

练建立起来”［２］７３。
在消除上述的困境时，康德提供了两个世界

的划分，即感官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划分。将纯然
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归入感官世界，而将其中
纯粹活动的东西归入理知世界。理性既可以将感
官世界与理知世界区分开来，又可以明确理性本
身对它的限制。而就理性存在者来说，康德认为
他有两个立场：“首先，就它属于感官世界而言，它
服从自然法则（他律）；其次，就它属于理知世界而
言，它服从不依赖于自然的、并非经验性的、而是
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１］４６０。但康德又提出这样
一种说法，“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就
把自己作为成员置入理知世界，并认识到意志的
自律连同其结果，亦即道德性；但如果我们设想自
己负有义务，我们就把自己视为属于感官世界，但
同时也属于理知世界”［１］４６１。康德坚持认为，这两
种视角———自由与自然必然性，虽然有明显的冲
突但也相容，并没有真正的矛盾。
康德认为，在理性的思辨方面自然必然性显

得更为适用；而在理性的实践方面，自由则是我们
运用理性的可能性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还进行了第二类比，即根据因果性规律时间
相继的原理解释因果性的基础，从而解释自由为
什么在实践领域是必须的，以及为何自由的行为
主体对获取经验或科学的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第二类比，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以

便为自由的必然性作出论证。在这里，首先要区
分的是主观性的知觉序列与客观性的知觉序列。
康德通过对房子直观的实例来解释主观性的知觉

序列，即无论先从哪个角度直观房子，都可以把握
经验性直观的杂多。他又通过对船的直观的实例
来解释客观性的知觉序列，即看见一艘船顺流而
下，人先有船在上游的位置的知觉，然后才有船在
下游的位置的知觉，船在下游位置的知觉是跟随
着它在河上游的知觉的。因此，“把握种种知觉相
继中的秩序是确定的，而把握就受这种秩序的制
约”［３］１６３。从这两个实例中，康德得出人们必须从
显象的客观相继中推导出把握的主观相继的结

论。在客观相继中，对发生事物的把握是根据一
个事物跟随另一个先行事物的规则而进行的。在
主观相继中，则有客体的杂多，这是完全任意的。
因此，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必须区分开来。在客
观相继中，人们只能在这个次序中对知觉进行把
握。在主观相继中，人们难以感知显象之间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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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从而将失去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基础。
康德接下来还分析了客观序列中的这种前后

相继，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因果性解释。在这里，康
德将原因与结果的相继的经验性标准归结为时间

的继起。同时，“这种因果作用又导向了行动的概
念。而行动则导向了实体的概念”［３］１７０。这同时
也说明了理论的视角不可或缺，但实践的视角也
是不可或缺的。“行动永远是显象的一切变易的
首要根据。”［３］１７１因此，人们既是感官世界的成员，
同时也必然转向理知世界；人们作为行动主体，而
且必须是自由的行动主体。人作为自然的部分服
从自然的法则，当人们说自己自由的时候，其实是
自己是在实践的意义中设想的，即在实践层面上
为理性的运用开辟道路。

二、在理性实践中预设意志自由是可
能的

　　康德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界限时谈到，只有当
人不否认自己是理智的，“而且是理性的、通过理
性活动的、亦即自由地起作用的原因”［３］４６６，把自
己设想为实践的，才是必然的。实践理性若把作
为消极规定的自由同时与意志的因果性结合起

来，并且把行动的原则作为普遍有效性的法则，则
实践理性在这个层面上是积极的。但是实践理性
不能企图“从理知世界索取一个意志的客体，亦即
一个动因”，否则，“它就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妄想
认识某种它一无所知的东西”［１］４６６。被规定在客
体之上的法则都会产生他律，“他律只能在自然法
则那里发现，也只涉及感官世界”［１］４６７。因此，理
性不能“说明纯粹理性如何能是实践的，否则就逾
越了自己的界限，这与说明自由如何可能的任务
完全是一回事”［１］４６７。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
基》第三章的后半部分中论述了这一点，直到这本
书的结尾处，康德也始终保留着这样一个问题，即
自由作为理性的行动的根据，我们只能被迫假定
它，却不能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理性在自由
方面的实践应用也像理性在自然方面的思辨应用

一样会导向绝对必然性。用一个理性存在者本身
的行为法则的绝对必然性，即以一个条件为根据，
来验证存在者或发生着或应当发生着的必然性，
这个条件被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向前，这个绝对必
然性的东西最终只能是自由，而且是被我们预设
的、出自于理性自身的自由。理性通过自由的法

则颁布道德法则，即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法则作
为自由的最高法则，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理
解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以及自由是如何充当理性
的条件进而导向绝对必然性的。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即使如此，康德所作出的

规定界限的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康德将划界的
意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理性在感官世界以
不至于有损道德的方式寻找最高动因和一种经验

性的兴趣；另一个是不至于在超验领域进行超验
运用，从而陷入幻相之中。康德将道德研究的最
高界限予以界定，即人类理性无法对纯粹理性如
何能够是实践的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对自由作为
意志的因果性如何可能也无法作出说明，排除了
意志规定的感官世界的成分后，剩下的即是“准则
的普遍有效性的实践法则”［１］４７０，以及把理性设想
为规定意志的原因（也就是理性本身就是理性意
志的原因），然而理性本身就是理性意志的原因这
一点是可以被理解的，却是一个不能得到解释的
问题。这就是道德研究的最高界限。
康德的阐释表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中，理性存在者的理性意志因果性，相较于自然必
然性是作用因的他律而言，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
性，自由是自身的法则，即自律。因此，理性自身
就规定自身，理性是自律的或自我训练的。康德
认为预设意志自由是可能的，而且他在实践中“把
这种自由作为条件加给意志的所有任性的行为，
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凭借理性的因果性、从而意
识到一个意志（意志与欲求有别）的理性存在者来
说，无须进一步的条件就是必然的”［１］４６９－４７０。然
而，人类理性无法对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
这一问题进行说明，对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性如
何可能也无法予以说明。

三、自由的演绎———从实践的自由到
先验的自由

　　可以看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
对自由理念的阐释并不充分，他的阐释相当于对
自由理念的演绎，他对自由的现实性和属性并未
界定清楚。同时，他对于道德律的合法性与权威
性方面的阐释也是欠缺的。亨利·Ｅ·阿利森认
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最为核心的困
难是：
第一个困难是智性世界的双重含义。康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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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性世界的概念来践行从拥有理性推至智性世

界的成员身份，然而智性世界却有双重含义。“康
德既提到一个理知世界（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又提
到一个智性世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ｅｌｅｎ　Ｗｅｌｔ）。他从前者
滑移到后者，又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辩护”［４］３４４。
亨利·Ｅ·阿利森认为理知世界是包含着仅仅是
智性者的世界或任何非感性者的世界，智性世界
则是由道德律所支配的超感性领域即“目的国”。
理性存在者是智性世界的成员，受到道德律的支
配。“问题在于，拥有理性这一点本应提供通往智
性世界的入口，但它仅仅使我们到达理知的世界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ｗｅｌｔ）。”［４］３４４康德在认为理知世界只
是一种观点之后，又认为有一种立法观念即道德
律。他将要论证的结论———从理性推至服从道德
律作为前提进行狡辩。
第二个困难是意志与实践理性概念的双重含

义。鉴于意志与实践理性概念等同，理性存在者
拥有意识，因而可被理解为理性是实践的，或纯粹
理性是实践的。前者与单纯实践者相关，后者与
真正的先验自由相关。但理知世界只能提供较弱
的主张，因此自由理念的建立，即便得到先验观念
论的支持，却依旧会遭到失败。
康德本人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他通过理性的

事实为道德性奠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理性
批判》一书中。康德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调整。他
改变了在从理性存在者的概念着手得出自由的预

设以及道德律的解释路径，而尝试从作为“理性之
事实”的道德律的意识推出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以
及先验自由的实在性。这是基于道德基础上的，
而不再是从理性自身出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
换。因此，在关于自由的演绎中，有两个方面是很
重要的：一个是从自由方面所理解的自律；另一个
是先验的自由，也就是独立于一切经验性事物、自
然一般意义上的独立。在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人即便有对道德律的关切，却无法始终遵循道
德律，出于对道德律的尊重而行动。关切是微弱
的，力量是不足的。在先验自由方面，康德在《实
践理性批判》中纠正了对于自由的理解，将自由归
结为先验的，并主张如果没有先天实践性的先验
自由，那么任何道德律都是不可能的。自由是道
德律存在的理由与根据。而在论证先验自由的同
时，道德律的自律可以被看作是与意志自由等同
的，理性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受自然因果性支配，
而在实践中，存在者意识到自己是“作为诸事物之

智性秩序中的可规定者而生存的”［１］３６７。这与《道
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的论证思路如出一辙但又
有区别。区别在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
书中，对于理性能力来说，人们只能确保自己在理
知世界的身份；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
自由中表现出来的自律可以确保人们是智性的存

在或超感性的存在，从而克服了《道德形而上学的
奠基》中的一个困难，即不能达到道德律所必须的
自律。先验自由可以确保人们在面对爱好或偏好
的冲击时能自发选择遵循道德律。道德律只有通
过理性的事实及从中演绎出来的自由的实在性才

能建立起来。另外的不同是关于意志自律的。康
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认为自律建立
在绝对命令的约束之下，而他在《实践理性批判》
中则认为受绝对命令的约束导向了自律。
此外，康德关于自由的理念容易受到明显的

反驳，即自由其实是一种幻觉。康德对于自由的
理念是否超出先验观念论的要求这一问题的认识

仍然是不清楚的。但通过分析自由意志与理性事
实可以发现，假如自由是一种幻觉，那么自律以及
作为道德行为者的理性存在者就都是幻觉了。但
理性的事实表明，这些都是现实的。因此，自由意
志不能被当作幻觉。另外，康德一直强调自由的
实在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考虑，因此从实践的角
度看，自由意志的现实性得到了合理解释，因此自
由意志更不能是幻觉了。明显的是，在《实践理性
批判》中，康德建立起自由的现实性，即便只是从
实践角度。但相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
康德已经有了新的进步，即自由是先验的自由而
非实践的自由，以及从实践角度建立起自由的现
实性。随着先验自由现实性的建立，道德律作为
行为的规范理论的地位也就确定下来，即道德律
为行动提供了理由和根据，且人们作为理性存在
者具有独立于自然机制的自由选择的意志。
然而在解决了自由不是幻觉这一问题之后，

建立康德的自由理论依旧还有模糊之处。从先验
自由中可推导出绝对命令和意志自律的道德性概

念，但对于康德道德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还未深入
探讨，并且对于理性事实的解释以及道德律又是
自由本身的基础这些问题中的预定和假设仍需进

一步讨论。另外，亨利·Ｅ·阿利森还提到一个
困难，即理性行为能力的概念，“即使一人拒绝这
一主张，即对道德律的独特且不可解释的关切指
明从实践观点来看自由乃是现实的。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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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显然包含着非相容论的自由概念”［４］３７９。
依旧存在这样的难题，即如何将“这样理解的自由

这一预设与支配着那些被视为自然发生的人的行

为的因果决定论调和起来”［４］３７９。而这似乎又在

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康德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的衔

接这一问题。另外，这也表明康德在自由与决定

论是否相容以及决定论是否与自由及道德责任相

容的问题上还需进一步说明。

四、对自由的认识理由———道德律之
普遍性的质疑与回应

　　另外，康德的道德哲学又引发了一些质疑。
具体叙述如下：

自由是理性自身规定自身、训练自身，也就是

理性自发形成的，那么意志根据理性来管理自身

时，也就是依照自律来管理自身时，为何还是会出

现人追求欲望、享乐或其他一些不道德行为？这

似乎不得不归结到人自身。人是理性存在者，但
只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是具有欲望、倾向等

感性因素的。沃尔夫在１９７３年提出这样一个观

点，即认为人们或者行为理性是合理的，也就是符

合自律的行动，或者只是被非理性所胁迫而这么

行动的，也就是他律的。这暗指非理性行为不是

被意愿的。这一观点虽然偏激，但依旧有借鉴意

义。恩格斯特伦（Ｅｎｇｓｔｒｏｍ）、雷思（Ｒｅａｔｈ）和科

尔斯加德（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都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他。
他们认为人们总是假装品德高尚，从而使他们的

行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合乎理性。人们认为康

德理论中还存在着中间层，处于完美遵循理性与

被自然强迫行动之间。特别是当人的行为不道

德、意志薄弱、或被错误意愿导致误用实践理性

时，人们不会将不道德行径最大化，因为人们的意

愿与实践理性一致。因此，当人们行为不当时，他
们不会怀疑自身，但会错误理解理性的底线。当

人们把不道德行为视为理性的或是合理的，人们

就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训练好理性能力，只是做了

与意志相反的选择却没有意愿它，尽管自己的选

择是自由的，是出自自身的，因为意志会引导理性

行动。但这依旧说明如果意志是实践的理性，人
们依旧有可能会故意或乐意犯错。这对康德的道

德哲学是一个挑战。
这一质疑与道德律联系密切。就道德律中的

绝对命令来说，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要这样行动，

就好像你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

的自然法则似的”［１］４２９。从康德的论述与例证来

看这似乎非常完满，但当人们真的将其运用到日

常生活中来时，就极有可能遭遇上一段所遇到的

困境，即中间层。道德律的普遍有效性落实在具

体的行为实践中，标准难免会变得不那么好把握。
面对多种多样的情况及其包含的特殊情形，针对

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基于普遍有效的判

断来行动似乎尤为困难。同时，在另一方面，道德

律本身作为抽象的意志法则，它对人们的意志活

动的确有指导意义，但其对现实活动的指导意义

就很有限，毕竟在行动之前确保普遍认同的法则

将是十分困难的。再往前推一步，普遍认同的法

则就一定是准确无误的吗？先天有效性真的足够

确保它的有效性吗？另外，将道德伦理建立在人

类的理性概念之上是否考虑周全了呢？

奥诺拉·西尔维娅·奥尼尔（Ｏｎｏｒａ　Ｓｙｌｖｉａ
Ｏ’Ｎｅｉｌｌ）针对严格主义即质疑道德律的普遍性

作出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康德确实提供了一种德

性的道德，同时也提供了对正当行为分离的阐述，
那么严格主义的指责就破产了”［２］１９８。因为康德

的道德理论不仅不是道德原则，也明显不是普遍

规则的规则。此外，奥诺拉·西尔维娅·奥尼尔

认为康德的理论并不是产生行动规则的理论，也
不是提供普遍行为规则的理论。“康德为我们提

供的是德性伦理，而不是规范伦理。他并没有把

人的理性仅仅视为计算性的。”［２］２０６因此，康德所

做工作仍是值得敬重的。
笔者主要针对康德对自由概念阐释的转变以

及康德道德哲学的伦理意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分

析可以得知，康德对自由概念的阐释依旧存在着

问题。
康 德 对 先 验 自 由 是 否 超 出 先 验 观 念

论范围的阐释并不清晰。先验自由的认识理

由是道德律，而先验自由又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

与根据，它们彼此关联，但其中的预设和假定还需

要进一步说明，并且它们的形而上学性与普遍性

恰恰是使得自由的现实性与实践性陷入困境的原

因之一。此外，对于先验自由是否是幻相的质疑，
康德显然还面临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的问

题以及决定论是否与自由及道德责任相容的

问题。
虽然康德对自由的阐释从实践自由转为了先

验自由，避免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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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但康德对于为何存在人类的不道德行为
的解释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但若从德性伦理的角
度来衡量康德的道德哲学，而不是从规范伦理的
角度去衡量的话，则康德的先验自由与道德律依
旧可以为人们的伦理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参考文献：

［１］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Ｍ］．李秋零，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Ｏ′ＮＥＩＬＬ　Ｏ．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Ｍ］．林

晖，吴树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Ｍ］．李秋零，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亨利·Ｅ·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Ｍ］．陈虎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郭红明）

Ｋａｎｔ′ｓ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Ｙ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ｗｅ　ｃａｎ
ｄｅｄｕｃｅ　ｔｈａｔ　Ｋａ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
ｄｏｍ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ａｓ　ｓｏｌｖ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ｒｉｇｏｒｉｓｍ　ｒａｉｓ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Ｏｎｏｒａ　Ｓｙｌｖｉａ　Ｏ＇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　ｅｔｈｉｃｓ，ｎｏｔ　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Ｋａｎｔ’ｓ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ｕｓ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７２第２期 　　张愉：康德的自由之演绎———从实践的自由到先验的自由


